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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

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

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

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

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

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

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

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

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

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

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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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对特定国家施加污名是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经验现象:二战后,纳粹

法西斯的罪行使德国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

西方世界”的孤立。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奉行严苛的“非友善政策”(non-fraternization
 

policy),该政策将所有的德国

人视为施暴者和社会遗弃者,并反对与德国官员和德国公民发展友好的社

会关系。① 同样,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凸显,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向以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阵营施压,将共产主义视为“红色殖民主义”,把苏联贬斥为“世

界战争的贩子”。②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古巴的内政、人权以及移民问题强加

指责,给古巴贴上了“极权国家”“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等带有侮辱性的标签,使古巴遭受了极为严苛的制裁和孤立。③ 再如,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宣布开展反恐战争,以支援恐怖主义、危害世界

和平为由,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冠以“邪恶轴心”国家的称号。尽管污名在

国际社会中由来已久,对特定国家施加污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该现象未

得到学术界充分的学理关注。

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现象展开研究。本文尝

试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污名是如何生成的。从学理层面回答这

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拓展现有的污名研究,有助于

以学科交叉的方法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明晰污名的生成机理,有

利于挖掘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有益的政策启示。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

先,对国际关系领域污名生成原因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其次,结

①

②

③

Alexander
 

Perry
 

Biddiscombe,
 

“Dangerous
 

Liaisons:
 

The
 

Anti-Fra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US
 

Occupation
 

Zones
 

of
 

Germany
 

and
 

Austria,
 

1945—1948,”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34,
 

No.3,
 

2001,
 

pp.611-647.
胡腾蛟:《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1947—19610》,博士学位论

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第110页。
袁野:《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6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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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提炼出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

理;再次,以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掀起的反华风波作为案例进一步阐述这一

机理;最后,简要讨论本研究对于当前中国外交的启示。

二、
 

关于污名成因的文献综述

“污名”(stigma)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用于指代旨在暴露携带者道德地位

不寻常和不光彩的身份记号,这些记号被刺入或者烙进携带者体内,以此通

告其是奴隶、罪犯或叛徒,应避免在公共场合与之接触。① 社会学家欧文·

戈夫曼(Erving
 

Goffman)最早对污名展开专门研究,他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与

社会期望不符合的特征,其拥有者在社会互动中常遭遇身份、信誉或价值受

损,并产生羞愧、耻辱和犯罪感等情感。② 戈夫曼强调污名是一种社会建构,

实质是在特征与成见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③

污名虽与偏见、刻板印象等概念联系密切,但也有着明确的界限。其

一,污名是一种贬抑性的负面指称,是一种话语表达与社会建构,而并非仅

仅停留在认知层面;其二,偏见、刻板印象可以被视为污名的认知来源④,但

其本身并不会产生污名的相应结果,只有当这些认知参与到对受污者的歧

视行为中,并造成负面影响后,污名才得以生成。举例而言,东亚地区的人

相比欧美地区的人身材较为矮小,这是一种以“高大”为美的审美认知,可以

被视为一种刻板印象,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污名。但是将中国人称作“东亚

病夫”,以身材矮小来隐喻中华民族羸弱时,这种基于身材特点的一般认知

由于参与到歧视性行为中而凝结为一种污名。此外,受污者也往往会成为

①

②

③

④

Erving
 

Goffman,
 

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1963),
 

p.10.
Ibid.,

 

pp.11-12.
Ibid.,

 

p.14.
姚星亮:《污名:差异政治的主体建构及其日常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7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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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刻板印象的目标①,也就是说,污名是导致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污名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指称,它既是观念的反映,也

是权力政治在话语领域的反映。据此,本文将污名界定为国家间围绕权力

博弈 进 行 政 治 互 动 时 所 使 用 的 贬 抑 性、侮 辱 性 指 称。而 污 名 化

(stigmatization)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②,其实质是竞争和排

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有目的、有意识地向污

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

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简言之,污名化就是污名客体被污名

所建构的动态过程,污名一旦形成,无疑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因此

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关于污名成因问题,既有文献通过对权力关系、政治机制、国际规范的

讨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的污名成因提供了启示。下文将对相关文献

进行回顾,为后文提炼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奠定必要基础。

(一)
 

权力关系

强权政治往往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一国向他国施加污名的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话语权力是国家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话语场的体现,

且与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③ 因此,权力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向他国

施加污名,是其展示和运用权力的一种方式。正如传统国际话语格局所展

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绝对实力,始终占据着话语权的主导地

位,通过制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话语框架来维护国家地位。霸权国通过话

语层面的权力制衡可以有效完成霸权护持。④ 故而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外交

①

②

③

④

John
 

F.Dovidio,
 

Brenda
 

Major
 

and
 

Jennifer
 

Crocker,
 

“
 

Stigm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odd
 

F.Heatherton
 

et
 

a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p.4.
付伊:《从“匪”类套语看新闻语篇中他者群体的污名化———中国新闻语言现代

性进程的一个视角》,《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2期,第40页。
陈耀光、刘影:《论话语权的演化规律》,《求索》2016年第3期,第22—26页。
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2017年 第3期,第85—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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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就是以国际话语霸权来驯化国际社会中的反对力量,以此实现美国利

益最大化。① 基于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和实施标准的事实,有

学者从认同视角出发,提出美国“霸权认同焦虑”是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施

加污名的主要原因。②
 

可以发现,权力关系对理解污名成因提供了直观的解释。然而,在世界

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下,话语建构不再严格遵循恃强凌弱的历史逻辑,污名泛

化的现象日渐凸显③,出现了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不相匹配的新情况,这使得

权力因素的解释效力大打折扣。此外,权力因素的解释忽视了话语建构中

主体的情感与认知思维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现有研究表明,情绪是协助

我们进行理性决策的必要条件④,对情感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加深一国对他

国施加污名心理动因的理解。

(二)
 

政治机制

在现实生活中,一国政治精英的言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⑤ 因此,

政治精英与污名生成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联系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例如,查雯在分析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变时,认为受格洛丽亚·马卡帕加

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

在菲遭遇污名化,连带效应使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由

此导致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⑥ 聂文娟也从菲律宾国内

政治入手,创造性地提出“外交议题的污名化”这一概念,并通过考察领导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夏正伟:《全球视域下的美国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5页。
游启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解读:霸权认同理论的视角》,《国际观

察》2019年第3期,第95—118页。
关于污名泛化的讨论,参见:张昱、杨彩云:《泛污名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

种表征》,《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第117—122页。
埃亚尔·温特:《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王晓

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页。

Richard
 

C.Snyder,
 

H.W.Bruck
 

and
 

Burton
 

Sap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Revisit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21-152.
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

第120—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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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污名的方式分析了污名对菲外交政策的影响。① 此外,有观点认为,政

治精英对舆论 的 操 控 也 是 污 名 生 成 的 原 因 之 一。如 布 拉 福 德·琼 斯

(Bradford
 

Jones)等学者在研究拉丁族裔移民社会歧视问题时指出,近年来

各界精英和新闻媒体对拉美族裔议题的负面报道,尤其是在非法移民方面

的报道迅速增加,潜在地使拉美族裔的移民地位和语言使用等特质蒙上了

污名。②

从政治机制的角度考察领导人特质和舆论操纵,是理解国内政治斗争

与对外政策转向双重互动的必要路径,也有助于观察特定时期特定事件所

引起的污名。但是,这种研究面临的挑战在于过度关注特殊性。此外,上述

研究将污名生成的机制简化为连带效应,对其动因与过程缺乏更普遍的概

括。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一国对他国施加污名的行为虽与政治精英的

言行有着直接关系,但国内外的现实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全面理解污名现象

有待通过更为细致的机制化分析予以澄清。

(三)
 

国际规范

污名的生成与国际规范的内涵也有一定关联。丽贝卡·阿德勒·尼森

(Rebecca
 

Adler
 

Nissen)率先将污名概念从国内领域移植至国际关系领域,

并尝试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应对污名的具体策略,开辟了研究国际规范的新

路径。丽贝卡认为污名是理解规范如何作用的关键。她指出,国际社会在

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某些违反规范的“越轨者”的污名化及受污者应对污名

的方式所构成的。③ 换言之,污名作为国际社会规范中的一种软性权力,可

以促进国际价值与规范的统一,增强国际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袁

①

②

③

聂文娟:《菲律宾外交议题的污名化与对外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

5期,第37—53页。

Bradford
 

Jones,
 

Kristina
 

Flores
 

Victor
 

and
 

David
 

Vannette,
 

“Alien
 

Citizens
 

and
 

the
 

Canonical
 

Immigrant:
 

Do
 

Stigmatized
 

Attributes
 

Affect
 

Latina/o
 

Judgment
 

about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3,
 

No.4,
 

2019,
 

pp.740-
757.

Rebecca
 

Adler
 

Nissen,
 

“Stigma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gressive
 

Identities,
 

Norms,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1,
 

2014,
 

pp.14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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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借鉴本体安全和承认斗争的相关研究①,将国家之间的污名互动视为国际

社会中的承认斗争,并以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污名互动为例,从身份角度对冷

战期间与后冷战时代古巴应对美国污名方式的差异作了比较研究。②

与国际规范有关的污名研究成果,探讨了不同国家应对污名所采取的

不同策略及其效果,为我们理解国际规范的扩散与维持提供了新视角,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污名中所蕴含的权力因素。然而,上述研究重视污名客

体的应对策略及效果,而对污名主体及污名生成过程关注不够。此外,仅仅

关注污名在国际规范领域的作用,无法解释国家在遵守国际规范的情况下

依然招致污名的情况。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不缺乏对污名现象的关注,已有相关研究

成果从多个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是,目前学术界

对污名现象的研究仍有需要拓展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

有成果多是在分析具体国家政策行为时提及污名与污名化,较少对这一现

象的产生机制、演变动力、主客体关系等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第二,既有研

究虽然提供了不少有关污名与污名化现象的具体观点,但较少对这些观点

或结论的普遍性进行验证。鉴于此,本文尝试在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

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并通过具体的

案例分析这一机理的适用性。

三、
 

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

污名在国际社会中是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

文将在批判吸收现有观点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有关国际关系中污名生

成的分析框架。

①

②

李格琴:《本体安全理论介入国际政治研究及其创新价值》,《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1期,第81—88页;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

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5—155页。
袁野:《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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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污名成因的社会学、心理学解释

针对污名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功能主义提供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第一,提升自尊。污名化可以通过下行比较而提升个体或群体自尊。①

第二,社会控制。污名化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强施污者感知到的或实

际的控制感,那些威胁施污者利益与价值观的个体或群体因为污名而被差

别对待,甚至被边缘化。② 第三,社会排斥。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在社会互

动中,人类会自然地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归类、认同与比较,从而划分为内群

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内群体成员通常会对外群体成员不遵循

群体规范的言行表示厌恶,以彰显自身对群体的依恋与认同,特别是当面对

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时,这种群体划分使得内群体的反应充满偏见,通常表现为

对外群体进行严重的贬抑与排斥。③ 第四,系统正义(system
 

justification)。

污名还具有合理化社会现状、为社会不平等辩解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优

势群体通过对少数或弱势群体施加污名来合理化其优势地位,强化对少数、

弱势群体的控制。④ 第五,群体情绪。研究表明,对一个群体的完整性和未

来的威胁也加剧了群体间的偏见、冲突、对差异的排斥以及污名。⑤ 群体情

绪导致的污名实质上是社会排斥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对竞争性群体的敌意、

对外群体的恐惧与忧虑等都是导致污名化他者的心理动力。

尽管上述理论为我们理解污名的形成动因提供了简洁的解释,但是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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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Social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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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Gui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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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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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5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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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义先验地认为群体会自然地完成划分与归属,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划分

是完全自发的吗? 污名功能的需求又因何产生? 基于这种需求而对他者的

污名又为何最终会形成社会的共识? 显然,功能主义在解释污名最初的产

生根源以及污名的扩散上具有一定局限。鉴于此,有学者试图将污名研究

置于一般社会心理背景下,从“情感—认知—行为”(affective—cognitive—

behavioral
 

responses)维度这一综合视角来研究污名的出现和扩散。①

事实上,情感、认知和行为因素的确反映了群体间关系的基本构成。研

究表明,反应迅速是情感反应最重要的特征之一。② 情感更有可能引导个体

快速对污名作出反应,故集体性的污名(collective
 

stigmas)经常与传播广泛

的刻板印象相联系。刻板印象图式(stereotypic
 

schemas)的激活,会显著地

影响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方式。一旦受到暗示,这些图式就会影响个体

感知的速度、个体注意到的内容、个体理解这些内容的方式,以及个体对相

似性和差异性的判断。③ 当情感经由主体对情境中的客体作出评价且形成认

知,主体就会根据这种认知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需要强调的是,情感、认知

和行为之间的发生过程并非总是线性的,三者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的。特

殊情况下,个体最初可能会产生情感反应,但随后的认知反应可以缓和、修改

或确证这些反应,有时也会产生与情感反应相矛盾的其他情感;又或者,个体

可能先产生认知反应(比如归因),归因的结果决定了情感反应并最终激发相

应的行为。④ 总之,污名是主客体交往互动过程中三者混合作用的结果。

污名研究一般涉及个体或群体,而非国家,因此,解释个体或群体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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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John
 

F.Dovidio,
 

Brenda
 

Major
 

and
 

Jennifer
 

Crocker,
 

“Stigm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odd
 

F.Heatherton
 

et
 

a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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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00),
 

pp.13-15.
埃亚尔·温特:《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王晓

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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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国家的行为或国家之间的

互动? 对于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将污名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已经先验

地假定了两个条件:其一,假定了国家的人格化。尽管人和国家之间存在巨

大差异,但出于研究的便利赋予国家人格化特征是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一

种重要方式。① 其二,假定了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

际政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建构,更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客观因素只有

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赋予行为社会意义。② 由于国际关系存在社会

特征,将国家视为“人”是理解国家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使得从污名理论

中汲取营养来扩展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研究具有可行性。

(二)
 

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

本文拟从“情感—认知—行为”维度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机理进行

过程性阐释。一般而言,施污国对受污国的污名化大致经历了污名萌生、污

名发展与污名扩散三个关键性环节,而群体焦虑、歪曲认知和话语架构则分

别是影响三个环节的行为机制。

1.
 

污名萌生———群体焦虑

污名的最初萌生,往往与消极的情绪体验密切相关。情绪不仅是个体

心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影响个体态度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有研

究者指出:“同一被关注对象的关联符号在不同个体上,会引起正面或负面

的情绪冲动,进而产生不同的关注焦点,并引导着个体的情绪波动。”③群体

情绪研究成果表明,情绪可以在个体间传递、蔓延,并逐渐在组织或群体内

产生认同与归属,由此形成成员共同分享的情绪集合,即群体情绪。④ 也就

①

②

③

④

姚玉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问题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
年第1期,第9—13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28页。

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王菲易译,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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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社会中存在着情绪感染,个体或群体可以通过有意无意的情绪状态和

态度行为,影响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和行为,进而在某一群体或整个社会

中产生特定情境或时段内的社会情绪。

以焦虑在社会中的扩散为例,在现代心理学中,焦虑(anxiety)是指一种

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恐惧,通常与未知的威胁或危险相联系。①

群体焦虑则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所共享的紧张、不安

的情绪体验。群体焦虑并非个体焦虑单纯的混合与叠加,而是个体与群体

之间互动的结果,并且常常伴随着有关偏见的共识。② 根据情感研究者罗伯

特·普拉契克(Robert
 

Plutchik)的情感模型,焦虑这一复合情感是恐惧与期

望这两种基本情绪混合的产物。③ 当社会中充斥着恐惧与期望两种情绪时,

焦虑就会成为群体和社会中众多个体在互动过程中的主导情绪,构成了社

会情绪的基调,进而影响社会成员的态度与行为。

对国家而言,国内社会情感氛围的形成也遵循上述情绪感染的逻辑。

污名萌生的标志是污名主体针对污名客体所产生的群体焦虑。具体而言,

施污国内部的群体焦虑源自对受污国带来的潜在威胁的恐惧,以及化解这

种威胁的期望。根据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对威胁的界定,威胁是对手

侵略能力与侵略意图认知二者的乘积,其并非客观实存,而是决策者的判断

与认知。④ 这表明,施污国对受污国身份特征、政策行为等客观事实威胁的

判断,实质上是一种主观推论。这种推论是施污国在国际格局与国内政治

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认知建构,并非纯粹的客观辨认。⑤ 施污国对威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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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Singer

 

J.David,
 

“Threat-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tension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
 

No.1,1958,
 

pp.94.
邱美荣:《威胁认知与朝核危机》,《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第6页。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89   

感知程度与其对自身应对威胁能力的信心程度有关。① 倘若行为体自觉能

力偏低、信心不足,则会产生高度的紧张与危机感。而一旦施污国认为受污

国对其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威胁时,便容易滋生恐惧情绪。事实上,许多情绪

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与其他极端消极或极端积极的情绪相比,人们对威

胁的察觉会更加敏锐②,与之相伴的则是对威胁得到解除的期望。

期望是个体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是受客观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紧

张、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并以某种主观愿望的形式表现出来。化解威胁的期

望关涉到施污国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本体安全标志着国家对

自我认同拥有稳定认知,这对于一国与他国展开健康的外交活动至关重要。

倘若施污国认为受污国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不

再稳定时,可能会陷入本体不安全的窘境中并产生焦虑感。③ 期望作为国家

互动的核心动力机制,其满足状况会外显为社会情绪。如果施污国认为受

污国带来的威胁感消除或不确定性的需求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积极情感;反

之则会出现不满、焦虑等消极情感。④ 总而言之,当施污国对他国所带来的

威胁充满恐惧,又期望自己有能力化解威胁,并试图增强对不确定性的控制

感时,焦虑便产生了。这样的情绪体验往往会从个人扩散到整个社会,成为

施污国操纵对受污国舆论和采取其他行为的情感资源。

相关研究表明,情感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推动个体对他人和具体情境作

出反应。⑤ 情感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机力量,它不仅反映人们的主观体验,而

且指导人们的行动方向。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互动主体虽然主要是主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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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其行为往往通过国家领导层的言行表现出来。所以,国家行为也可以

理解为那些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① 而决策者也是人,他们一

方面通过话语激化出特定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主导性社会情绪的

感染和驱动。

污名是行为体降低焦虑感、重获生活控制感的一种方式。焦虑感和本

体安全部分源自对客体的评估,而这种评估受到行为体对客体与自身所追

求目标之间利害作用性质的引导。如果客体被判断为具有积极的利益关

系,积极情感会被唤醒;相反,如果客体被判定为具有潜在的害处,或者目标

实现受到干扰,则消极情感会被唤醒,由此产生对消极情感进行管理和消除

的机制。② 换言之,施污国对受污国污名的认知根源在于利益关系的冲突,

这种冲突会唤起施污国的消极情感(也就是群体焦虑),而污名就是一种管

理消极情感的机制。对于施污国而言,污名化他者可以有效缓冲国内的焦

虑情绪,增强决策者及其国民对现状的控制感。为了将群体内部的焦虑感

减到最小,施污国迫切需要相应的方式来辨别出那些危害国家或妨碍国家

发展的他国特征,并给其贴上标签,引导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对其保持警惕,

必要时对其施以限制或将之排斥在外。③
 

综上所述,群体焦虑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施污国对受污国展开污名活

动的情感基础。群体焦虑的形成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施污国会

对受污国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即使受污国几乎没有对其产生现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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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Vol.26,
 

No.3,
 

2000,
 

pp.293-305;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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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gm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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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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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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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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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00),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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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污名萌生的情感基础后,下文将从认知层面进一步解析污名生成的

另一个关键环节———污名发展。

2.
 

污名发展———歪曲认知

污名的发展本质是一种贬损性认知的宣传与传播过程。由于污名在很

大程度上是施污国的主观建构,污名的形成必须经历认知与现实产生偏差

的阶段。是否存在歪曲认知,决定了焦虑情绪能否转化为污名。施污国的

宣传目标在于利用大众传播来歪曲客观事实,使国内群体乃至国际社会形

成针对受污国的错误认知,主要手段则是通过高频的语言攻击将受污国异

类化,使其成为舆论场中被排斥和被贬抑的对象,从而激起受众的反感

情绪。

污名既然是一种话语,就涉及传播。在信息的扩散过程中,媒介成为塑

造受众认知的重要力量。这一影响受众认知的过程被称为宣传,即通过故

事、谣言、报道、图片等方式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① 大众传播的受众是无

数以匿名方式存在的个体,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不仅受到个体特质的影

响,还会受到社会环境的暗示甚至塑造。因此,受众的认识并不能完全表现

为自身独立的理性思维活动。在获得关于受污国相关信息并对其做出判断

的过程中,媒介成了歪曲受众认知的重要推手。

首先,受众的情绪状态会显著影响其思维方式以及对信息的接受水平

和判断能力。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情绪会渗入人们的思维。在愉悦情绪

的感染下,世界似乎显得更为友好;而如果心情低落阴郁,思维就会启动我

们对消极事件的记忆,致使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总是包含了更多的恶意。② 此

外,在信息的接受和判断能力上,焦虑情绪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杰拉德·

罗森鲍姆(Gerald
 

Rosenbaum)的一项实验表明,当受众面临高水平的焦虑

情绪时,接受信息传播的程度明显高于正常水平,受众对信源专业性特征的

①

②

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田青、张洁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Bower
 

Gordon
 

H.,
 

“Commentary
 

on
 

Mood
 

and
 

Memor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Vol.25,
 

No.6,
 

1987,
 

pp.44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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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也明显减弱。① 强化的焦虑情绪不仅会使受众更加容易接受相关信息,

而且在信源的选择上更加宽容,即使是来自专业水平较低、可信度较差的信

源信息也会接受。概而言之,焦虑情绪大大提升了受众接受错误信息的可

能性,使他们易被错误信息左右,形成错误的认知。这为施污国政治精英煽

动焦虑情绪,误解、过度诠释受污国的战略意图,操纵社会舆论向目标国施

加污名,提供了一定便利。

其次,媒介营造的舆论环境有针对性地歪曲了客观事实。所谓“现实”,

是人们对于现实和真实的主观感知,而非借助外显的(科学的)方式来对这

种现实和真实进行证明。② 大多数时候,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出现在

我们眼前”以及“我们期待看到什么”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③ 国内政治宣传

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往往能引导舆论的走势,是受众了解他国的重要渠道。

此外,公共话语还具有被受众广泛认同的特质,这一特质又进一步强化了其

主导性。④ 因此,当施污国试图污名化受污国时,会充分调动国内的宣传力

量来引导国内受众,有意识、有目的地过滤掉某些客观信息,以生动形象而

又高频率的报道抹黑受污国。

在这样的媒体攻势下,施污国受众很容易在处理有关受污国的信息时

启用认知捷径,主要表现为代表性启发式判断(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与易得性启发式判断(availability
 

heuristic)。代表性启发式判断主要用于

对某人或某物是否属于某个类属的快速判断,判断者通常在直觉的引导下

进行合理性和代表性猜测,容易忽略其他重要信息,导致类属划分错误。⑤

①

②

③

④

⑤

Gerald
 

Rosenbaum,
 

“Stimulus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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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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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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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ly
 

Induced
 

Anxie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45,
 

No.1,
 

1953,
 

pp.35-43.
Echterhoff

 

G.,
 

Higgins
 

T.and
 

Levine
 

J,
 

“Shared
 

Reality:
 

Experiencing
 

Commonality
 

with
 

Others
 

Inner
 

States
 

about
 

the
 

World,”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4,
 

No.5,2009,
 

pp.496-521.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钱皓、钱晓明:《大众话语中的美国形象与中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

2期,第46页。

Shah
 

Anuj
 

K.and
 

Daniel
 

M.Oppenheimer,
 

“Heuristics
 

Made
 

Easy:
 

An
 

Effort-
Reduction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34,
 

No.2,
 

2008,
 

pp.20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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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年来,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很

容易被西方判定为威胁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① 而易得性启发

式判断则主要用于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快速判断,事件在记忆中越容易提取,

我们就越容易相信其发生的真实性。这种判断方式很容易使判断者过分关

注鲜活的事例,对错误的对象产生不恰当的恐惧。② 例如,在2011年日本海

啸和核灾难发生后,人们更容易对核污染产生恐惧,却不关心煤炭开采和燃

烧导致的更大伤亡。换言之,如果施污国的宣传力量频繁而高调地对受污

国进行负面报道,这些经过强化的负面信息不断地包围着国内受众,认知上

的易得性导致了概率性忽视,从而很容易引起受众对受污国的恐惧与厌恶。

最后,施污国国内公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互构与协调,进一步巩固了

错误认知。信息的传播并非简单的从主到客的过程,而是传递者和受众互

动的过程。③ 在特定情境下,这种互构与协调会将大众话语和公共话语凝聚

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抑制或阻碍理性思维。具体而言,施污国国内

的宣传力量经常性地对受污国进行捕风捉影、恶意扭曲的报道,会促使受众

对受污国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这带来的认知惰性将会在未来继续影响其

对受污国认知的客观性。④ 也就是说,在接受外界信息传播时,人们倾向于

维持自我认知的一致性与连贯性,而较难对客观事实进行新的审视。当受

污国与某些贬抑性、侮辱性的指称发生联系后,刻板印象将先于理性发挥作

用,在受众对所感知到的信息展开思考前,将负面情绪强加于这些信息,故

而受众容易不经思索地对受污国的某种特征或行为予以接受。这种强大而

①

②

③

④

H.R.McMaster,
 

“Harbingers
 

of
 

Future
 

War:
 

Implications
 

for
 

the
 

Army,”
 

Speech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4,
 

2016,
 

https://www.
csis.org/analysis/harbingers-future-war-implications-army-lieutenant-general-hr-mcmaster,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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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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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5,
 

No.2,
 

1973,
 

pp.207-232;
 

MacLeod
 

Colin
 

and
 

Lynlee
 

Campbell,
 

“Memory
 

Accessibility
 

and
 

Probability
 

Judgments: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63,
 

No.6,
 

1992,
 

pp.890-902.
钱皓、钱晓明:《大众话语中的美国形象与中美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

2期,第47页。
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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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的舆论压力,使施污国内部对受污国的认知朝着歪曲的方向发展,甚

至会制约施污国领导层所使用的外交话语,压缩施污国与受污国改善关系

的政策回旋空间。

综上所述,歪曲认知是污名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与受污国的交往互动

中,施污国出于权力博弈的需要,会动员国内的宣传力量,通过煽动焦虑情

绪、捏造事实、夸大其辞等手段抹黑受污国的某些身份、特征或行为,并将之

与某些涉及贬抑性、侮辱性的指称相联系。一旦错误认知形成,就可能引发

施污国与“志同道合者”采取对应的行为支持这些信念,这种现象叫做行为

确认(behavioral
 

confirmation)。① 这涉及污名化的最后环节,即污名扩散。

3.
 

污名扩散———话语架构

污名化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这一污名是否能够得到其他潜在

施污国的支持与认可,从而促使潜在施污国同样改变对受污国的思维方式

甚至行为方式。正因如此,污名发挥作用的过程较为缓慢,但一旦形成,将

会持久地存在于部分国际社会成员之中,并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衍生,进

而对受污国的形象产生持久而深远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施污国对受污

国的污名,既是观念的反映,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目的在于在国际竞争中

谋求优势地位。污名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语言,在从施污国向国际社会扩散

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着国际社会对受污国的观念与实践,成为运用权力的

重要媒介。

具体而言,污名扩散涉及四个重要因素:其一,污名扩散的主体,一般指

国际社会中潜在的施污国。传播的效果不仅仅由传播者的特点、传播方式

与传播技巧所决定,更受制于受众的动机和能力。② 因此,那些与施污国有

相似历史经历或共同战略目标的国家,很容易对施污国向受污国施加的污

名产生认同而成为潜在施污国,特别是当针对受污国的污名契合了其利益

诉求或价值规范时,潜在施污国将迅速转变为污名的追随者。其二,污名扩

①

②

Snyder
 

Mark,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pp.247-305.
卡尔·霍夫兰等:《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张建中等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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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平台,指传播贬损性话语或形象的各种行为体。污名是社会互动的结

果,施污国针对受污国的污名一旦形成,就会作用于施污国与其他国家的外

交互动,表现为不同行为体(如国家、组织或个人等)的污名认知相互融合形

成共有认知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其他行为体(如国家、组织或个人等)的

传播成为污名扩散的重要渠道。其三,污名扩散的策略,主要涉及话语架构

(discourse
 

framing)。① 话语架构是对社会中某些事件进行描述、解释或赋

予意义的一种方式,旨在通过易被接受的话语引导人们的认知,使受众形成

固定的认知框架,为活动者的政治活动赋予正当性。② 施污国在污名扩散中

倾向于使用两种话语架构,一是诊断原因(diagnose
 

causes)的“诊断式架构”

(diagnostic
 

framing),即明确判定谁是应受污名的对象,其哪些特征或行为

应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二是建议修补方案(suggest
 

remedies)的“处方式架

构”(prognostic
 

framing),即提供并论证解决问题的方式及手段。③ 通过上

述两种架构方式,把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框定为某些应受指责的意

象,以此塑造国际舆论,诱导潜在施污国接受这一污名认知。其四,污名扩

散的效果,即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的水平。框架共鸣就是受众认可和

接受某种框架的程度,框架的可信性与框架的相对显著性影响了框架共鸣

①

②

③

“话语架构”来自社会学界的社会运动理论,“framing”一词在国际关系学中则经

常被翻译为“框定”,而在社会学中往往翻译为“架构”。由于“framing”一词在社会学中

运用更为普遍,且“架构”的翻译更具动态性,故本文采纳“架构”这一译法。架构可以引

导人们的认知,从而有助于说服目标行为体接受政治家、社会运动组织者、规范建立者、
媒体等行为体对某些问题的特定界定与诠释。学界运用架构视角的研究成果,参见:黄
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

58—72页;曾向红:《美国对埃及变局的应对及其效应———基于架构视角的考察》,《国际

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52—74页;邢瑞利:《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

建构及中国应对》,《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4期,第2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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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①

通过话语架构,污名得以凝聚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发展为一种

关于受污国的“常识”或“客观事实”。当其他潜在施污国的决策者及大众在

与受污国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内化这种污名认知,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思维与

行为方式,污名化的过程就完成了。

四、
 

澳大利亚对华污名化的过程与表现(2017—2019年)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频频对华采取污名化行动,在西方带头

掀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与以往相比,此次澳大利亚反华风波呈现出

历时久、范围广、烈度强、影响深等新特点。污名化作为澳对华展开权力博

弈的政治手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恃强凌弱”,展现出“以弱抗强”的新趋

势,值得作更多讨论。因此,下文以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的污名行动为

例,对上文污名生成的分析框架予以初步验证。

(一)
 

污名萌生———澳大利亚国内的群体焦虑

2017年至今,澳大利亚对华采取了一系列污名化行动,造成了中澳两国

关系紧张的局面。从心理角度分析,澳大利亚对华污名化,折射出其在面对

处于复兴过程的中国时日渐累积的心理不适。这种心态投射到澳国内政治

和对华关系中,经政治精英与媒体的广泛煽动,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对华的

群体性焦虑。话语与情绪相互加强,共同促成了澳大利亚此轮对华污名化

浪潮。

澳大利亚国内群体焦虑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澳大利

亚对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地区格局变动感到恐惧和迷茫。作为一个“孤

悬海外”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怀有不安全感,将其

亚洲近邻视作危险而陌生的他者。随着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交往互动渐趋频

① Richard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
 

No.1,
 

2000,
 

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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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澳大利亚“被侵略的焦虑感”有所减轻,然而早期形成的这种焦虑不安

仍不时影响当前澳决策者的外交思维。① 中国的迅速复兴,使澳大利亚逐渐

失去了想象中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优势地位,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

冲击。② 在自尊心和嫉妒心的刺激下,澳大利亚滋生出强烈的对华排斥

情绪。

此外,中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与澳大利亚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

中国复兴带来的直接安全威胁,澳大利亚更担心中国通过强制手段改变现

有国际秩序,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在根本上动摇西方的民主价值观。③

如澳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8年的民调数据显示,36%的

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构成“重大威胁”,

50%的人则认为“很重要但不构成重大威胁”,仅有13%的人认为“根本不构

成威胁”。民调还显示,在评估中美两国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时,澳大利

亚人更担忧中国对澳政治的影响,占比高达63%,比美国高出5个百分点。④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担忧不仅在普通民众身上有所体

现,特恩布尔政府更是在官方表态中直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打破了印太地区

原有的力量平衡,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认为中国有能力影响

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国际利益。⑤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尽管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然而难以实现经济

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平衡,这也是导致国内焦虑情绪蔓延的重要因素。如何

协调中国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澳大利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58页。
丁工:《澳大利亚对华态度转变的原因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国际论坛》2018年

第5期,第63页。
李泽:《战略行为匹配程度与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

第1期,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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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① 经济上,澳大利亚迫切希望同中国保持紧密的联

系,以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2017年以来,尽管中澳关系因澳方责难而波折

不断,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

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

未发生改变”②。然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双方政治互信

的加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担忧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会将其

潜在经济优势转化为对澳大利亚的现实影响力。③ 2019年的民调数据显

示,高达7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随着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推进,超过3/4(77%)的澳大利亚人认

为澳大利亚应该在抵制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相关活动方面做出更多回

应,哪怕这会带来中澳经济关系受损的代价,这一比例自2015年以来增加了

11%。④ 由此可见,中国影响力的日益上升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内的不安

情绪。

随着澳大利亚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感知日渐强烈,强化澳美同盟、向美

国寻求更多的安全保障,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澳大利

亚政府出台的《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指出:“与美国的联盟是澳大利亚安

全战略的核心,也是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和国防规划的核心,澳政府将扩大和

深化澳美联盟合作,并鼓励美国在该地区进行最强有力的经济和安全接

触。”⑤然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并未积极回应澳大利亚的这一期望,

这令澳深感不安。尽管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

具影响力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也拥有绝对的主导力,但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

①

②

③

④

⑤

喻常森:《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

132页。
徐秀军:《2017—2018年澳大利亚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孙有中等主编:《澳大

利亚发展报告(2017—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4页。
潘成鑫:《为中国“狂”》,大卫·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主编:《澳大利亚

的亚洲观》,李建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9页。

Natasha
 

Kassam,
 

“Lowy
 

Institute
 

Poll
 

2019,
 

”June
 

26,
 

2019,
 

https://

lowyinstitutepoll.lowyinstitute.org/,
 

访问时间:2019年9月12日。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https://www.
fpwhitepaper.gov.au/,

 

访问时间:2019年9月12日。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99   

列行为,导致“美国优先”变成“美国退群”,引发国际社会有关美国全球主导

地位趋于终结的讨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似乎发出了

美国可能不再履行以往安全承诺的信号。特朗普政府明确指出,盟国如果

想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则需要分担必要的安全义务,它们应以经济利

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①

特朗普飘忽不定的对澳政策,也给澳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增添了新的不

确定因素。前任美驻澳大使约翰·贝瑞(John
 

Berry)于2016年6月离任

后,美国迟迟未指派新的驻澳大使,直至2018年11月,特朗普才提名阿瑟·

卡尔弗豪斯(Arthur
 

B.Culvahouse
 

Jr.)继任。这意味着,美驻澳大使这一重

要职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空缺。② 在地区和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的时期,

美驻澳大使的空缺影响了澳美之间正常的沟通联络,信息不畅带来的猜疑

与误判更使澳美之间频生龃龉。此外,澳美同盟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澳

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依赖程度。③ 美国在亚

太地区的霸权体系被澳大利亚视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的保证。④

在当前政治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澳美同盟更被澳大利亚赋予前所

未有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美国孤立主义倾向越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安全格

局中地位不确定性就越高。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恐慌感,使澳大利亚不得不

转变解读中国的角度,选择以更强硬的对华姿态凸显自己在澳美同盟和亚

太地区的“存在感”和重要性。⑤

由此,澳大利亚当下面临的战略窘境在于:一方面,澳大利亚不愿正视

①

②

③

④

⑤

韩锋:《2017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调整》,孙有中等主编:《澳大利亚发展报告

(2016—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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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镭、赵少峰:《澳美同盟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蜕变》,《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

第3卷第2期,第152页。
张国玺、谢韬:《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

3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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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迅速复兴的事实,也无力应对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亚太地区国际格局

的变化,产生了对中国的恐惧不安;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

国)与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使其陷入两难困境。

一时之间,澳大利亚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协调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

益。恐惧与期望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强烈的焦虑情绪,促使澳大利亚构建出

一套对华进行攻击的话语体系。

(二)
 

污名发展———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歪曲

2017年以来,在亚太地区地缘战略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

府在内政外交上均没有明显作为,在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动荡不安的国

内政治,使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为频繁的党争所累,无暇应对内政外交上的种

种挑战。特恩布尔政府于2016年7月上台后,执政地位一直不稳,其领导的

执政联盟仅占政府中的微弱多数。然而党内的分裂也未能在前任总理托

尼·阿博特(Tony
 

Abbott)下台后得到有效弥合,致使执政联盟在推进关键

政策议程时屡屡受阻。① 进入2018年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矛盾更加突出,

执政党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国内政治生态乱象丛生。8月,特恩布尔遭遇“逼

宫”,被迫下台,财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当选自由党党首,

宣誓就任总理,成为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第七位总理。

频繁激烈的内部斗争使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为争夺国内权力疲于奔

命,在应对地缘政治新的不确定性面前显得手足无措。面对此种窘境,一些

人将国内的焦虑情绪投射到中国身上并渲染“中国威胁论”,试图通过转移

注意力的方式缓解内部矛盾。同时,对华污名化作为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

方式,可以彰显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中遏制中国的独特作用,进而提升澳大

利亚在亚太地区中的战略地位。于是,动员国内的宣传力量,把中国炒作为

外来威胁,引导国内民众对华产生敌意,不仅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缓解国内焦

虑情绪的权宜之计,而且成为其利用涉华议题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有效途

径。具体而言,澳大利亚此轮对华污名化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韩锋:《2017—2018年澳大利亚的发展与展望》,孙有中等主编:《澳大利亚发展

报告(2017—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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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治层面,指控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进行“间谍活动”,指责中

国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澳大利亚内政,炒作“政治干涉论”。2017年6月5
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与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集团(Fairfax)联

合推出系列涉华报道,率先宣传中国“政治干涉论”。① 该报道对中国的指控

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声称在澳大利亚情报分析部门官员罗杰·尤兰(Roger
 

Uren)的住所内发现了未经获准私自携带回家的机密文件,并暗示尤兰受其

华裔妻子的影响而为中国窃取机密文件。其二,指责两名在澳常年从事房

地产生意的华裔商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但不透明的关系”,暗示他

们受中国政府操控向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提供政治捐款以影响澳大利亚的政

策。事实上,两位华商一位是澳大利亚公民,一位具有永久居留签证,两人

向政党提供捐赠合情合法。其三,指控中国留学生组织在中国使领馆指使

下进行“间谍活动”,依据是2017年年初李克强总理访澳时,中国的使领馆为

欢迎总理到访的留学生提供了车辆、红旗、饮水等支持。② 在此之后,澳国内

对华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诸如大量在澳华人“效忠”于中国而非澳大利亚③;

中国间谍正在渗透澳大利亚,正大肆开展前所未有的“干涉活动”④;澳工党

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向中国人通风报信”,“是中国影响澳大利亚内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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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国—澳大利亚关系》,《澳大利亚研究》2018年第1

辑,第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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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工具”①。

澳大利亚大量涉华负面报道不仅加深了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对华负面

认知,也给后续澳政客们炒作“中国威胁论”,进而操控舆论和民意提供了机

会。经过长达半年的争论,澳大利亚参议院于2018年6月正式通过了“间谍

和外国干涉”以及“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两项法案,将澳大利亚近年来对国

家安全焦虑的关切落实到了立法层面。② 尽管上述法案并未明确提及中国,

但其通过之时正值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的焦虑与日俱增之际,被认为具

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成分。这两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澳大利亚官方认可了

媒体广泛宣传的中国“政治干涉论”。

其次,在经济层面,澳大利亚媒体声称中国政府、企业与澳大利亚以及

其他南太平洋岛国正常的经贸往来“威胁”他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借此

传播“经济渗透论”。对于中国发展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澳大利亚

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从“贪婪”和“恐惧”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动机。③ 随着澳国

内“政治干涉论”的不断升温,中澳之间的经济议题也逐渐被“政治化”,发

展对华经济关系被澳大利亚舆论提升到可能威胁澳国家安全的高度。受

此影响,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开始对中澳之间的经贸往来表示担忧。

2019年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多达74%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大利亚在

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68%的民众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允许来自中国的投资

过多。④
 

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借口维护国家安全,禁止华为和中兴公司为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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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5G网络技术,声称华为公司“可能导致数据泄露”,以“配合中国政府

在澳收集情报”。① 问题在于,澳大利亚政府在没有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产品

和技术进行亲自测试并发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华为和中兴“为

中国政府窃取情报”,这不仅有逻辑跳跃之嫌,而且将两国间正常的经济合

作歪曲成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同样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恐惧。

此外,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被澳大利亚舆论从“中国

威胁论”的角度加以解读。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太平洋地区的逐

步推进,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气候保护、农业和旅游业

等方面的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逐渐成为多个南太平洋岛国的重

要经贸伙伴。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与当时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不包括所

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之间的贸易额为43.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其

中,中国出口14.2亿美元,进口29亿美元。中国对南太平洋诸国的直接投

资也从2013年底的9亿美元增至45.3亿美元,增幅达400%,涉及采矿、农

渔业、批发零售等诸多领域。此外,中国与岛国累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

150.1亿美元,涉及建筑、道路、机场、水利、电信等,为岛国创造了约1.5万

个就业岗位。②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趋于密切的经贸往来招致了澳大

利亚的非议。澳高官宣称中国正利用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贷款,让南太平洋

岛国背上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中国借此影响了南太平洋岛国的经济,

以谋求在该地区的战略和军事影响力。③

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往来之所以引起澳大利亚的极大关注,或

许在于澳认为中国侵犯了其“势力范围”,从而催生了对中国的敌意。一般

而言,当国家面临安全焦虑时,国内政治压力就会上升,民族主义情绪就会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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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3,
 

2018,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5281495,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通报今年前9月全国吸收外资情况并就第三

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答问》,2019年10月17日,http://www.gov.
cn/xinwen/2019-10/17/content_5441363.htm,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5日。
中国新闻网:《中国援助南太岛国致债务负担? 中方:毫无根据》,2017年6月29

日,https://www.sohu.com/a/153013148_123753,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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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强烈①,而最能有效缓解这种紧张的是“人们有希望逃离或避开威胁”的

话语,诸如判断、评价等宽慰性话语。② 在此背景下,污名化中国在南太平洋

地区的正常经济活动,便成为澳影响国际社会对华认知、维护澳自身在该地

区利益的手段之一。于是,澳舆论反复渲染中国使南太平洋岛国陷入“债务

陷阱”,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为追求权力而牺牲弱小国家利益、试图改变现有

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强势的舆论宣传使澳大利亚成功引导了民众

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经贸往来的负面认知。如2019年的一项民调显示,

多达79%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争取地区主

导权计划的一部分,73%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阻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

大影响力的企图。③

最后,在人文交流层面,澳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学校以及留学生和

在澳华人“升级”中国软实力,试图左右澳国内民意,制造“文化渗透论”。澳

舆论先是谴责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联系紧密”,认定它们的设立存在着“明

显的恶意”,声称孔子学院存在“限制学术自由、进行政治宣传、侵犯人权、削

弱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和制度”的风险。④ 随后,澳政客和媒体又将矛头对准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除认为中国留学生“在中国政府指使下进行间谍活动”

外,还声称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海外留学生“渗入澳大利亚的教学中”,

侵蚀了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自由和价值观,腐蚀了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

统。⑤ 更有学者指控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一场“无声的入侵”,声称“中

①

②

③

④

⑤

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卡尔·霍夫兰等:《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张建中等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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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在对澳重要的机构(如大学、媒体、专业协会)、战略性资产以及地方议

会和主要政党进行系统性的渗透、影响和控制”。①
 

在此背景下,中澳两国之间密切的人文交流也被政治化。据统计,目前

在澳生活的华裔人口约为120万,占澳总人口的5%。② 每年赴澳的中国游

客约为130多万③,中澳合作设立了14所孔子学院④。此外,中国还是澳大

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国际留学生中,40%以上是

中国学生。⑤ 随着对华焦虑感的上升,此前被视为有助于增进中澳友好关系

的人文纽带,逐渐被澳大利亚政治化为一项威胁澳国家安全的政治议题。

这一过程的出现,不仅受到澳大利亚国内反华情绪的影响,而且也是澳大利

亚政府对华认知出现重大调整的结果。澳社会和政界认知及政策的转变有

诸多体现,如澳大利亚部分高校出于“安全原因”,启动对本校与中方联合研

究项目的调查;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呼吁让澳大利亚的孩子“宣誓

忠于澳大利亚”,作为恢复国民精神的一部分⑥;澳大利亚移民局甚至可能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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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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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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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澳寻求永久居留权的群体进行价值观测试①;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更是

在2019年8月22日单方面宣布终止与中方孔子学院的合作协议,并计划于

年底取缔当地的孔子学院以及13所在公立学校开设的孔子课堂。② 这些事

例充分说明澳对中国的认知受负面情绪的裹胁,导致对华舆论变得偏激。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无意将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所有对华政策视为受到非理

性因素的驱动。澳并未对相关对华指控进行全面考证即仓促做出各种中断

与华合作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合理地认为澳在对华进行污名化。

总之,在污名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群体焦虑情绪的高

涨,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初显于媒体,之后得到了澳大利亚学界和政界的呼

应,然后愈演愈烈,不断升温。一系列对华污名事件的发生,使这场对华污

名化行动呈现出污名主体多元化、污名内容多样化、污名思维定势化的特

点。在此背景下,视中国为危险之源的认知从普通民众蔓延至澳政府。一

旦谈及涉华议题,澳国内出现的大多是对中国意图恶意揣摩的声音,甚至出

现对中国的情绪化抨击。澳社会在面对中国时的心理焦虑情绪,通过污名

化得以部分释放。而在政客的支持和操弄下,对华污名化迅速转变为澳限

制与华开展正常交往的官方政策。尽管近年来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一些反思

其社会主流涉华言论的声音,试图对“中国威胁论”进行质疑与解构③,但是

这种努力似乎收效甚微。

(三)
 

污名扩散———西方国家对“锐实力”概念的炒作

在内政外交面临双重困境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媒体为缓解国内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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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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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大肆宣称“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中国渗透论”,对涉华的政治、

经济以及人文交流活动进行攻击。这些话语建构出一套中国政府“为攫取

权力对澳大利亚进行全方位渗透,严重威胁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话语体

系,并逐渐塑造了澳大利亚部分决策者和民众的对华认知。这种话语架构

自澳大利亚对中国展开污名攻击伊始,便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

家的大力支持。西方媒体纷纷推波助澜,对澳大利亚的反华运动进行声援,

而澳大利亚在其中扮演了“先锋”角色。① 受澳影响,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与

媒体纷纷效仿,采纳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污名化话语架构。如美国《华盛顿邮

报》声称,随着中国在资源、市场份额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影响力的上升,全球

范围内出现了中国崛起的负面反应,而澳大利亚的反华运动标志着“针对中

国的全球性反弹正在酝酿之中。”②

随后,不仅西方学术界、研究机构发布了许多研究报告对“中国渗透论”

加以佐证,而且许多政客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支持这种论调。以“文

化渗透论”为例,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了题

为《中国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的报告,谴责得到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

院可能损害美国的学术自由。美方宣称,孔子学院以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

为名,向美国大学校园输出中国审查制度,其本质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战略

载体和宣传工具,旨在改变美国和全世界对中国是经济和安全威胁的印象,

并主张孔子学院不应该在美国继续存在。③ 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

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孔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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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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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
10.



108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

院的运作应该完全透明化,并且应该对该组织可能干涉学术自由保持警

惕。① 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也曾公开指责与美国大学

合作的孔子学院试图通过教育对美进行渗透,声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孔

子学院影响美国的学术机构,阻挠它们对中国过去和现行政策进行批判,这

是他们扼杀言论自由、审查国内外信息的侵略性运动的一部分。”②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鼓吹的“中国渗透论”在对中国污名化的过程中不

仅完成了自我论证,还在部分西方国家引发了共鸣。澳部分媒体和政客营

造出的对华意象,迎合了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迅速复兴的不安与恐惧,激

起了部分西方国家“同仇敌忾”之感。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纷纷作出

回应,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对华污名化运动。其中,“锐实力”

概念的广泛炒作,是“中国渗透论”的污名从澳大利亚扩散至西方社会的典

型表现,也是西方舆论对中国进行集体污名化的话语攻击。③

2017年12月5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了一项题为《锐实力:日益

增长的威权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锐实力”的概念及影响。该报

告宣称,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间投入大量资金,通过开

展人文交流活动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以塑造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并将这

种“试图刺穿或渗透目标国家政治和信息环境的能力”定义为“锐实力”。④

此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作为一种

“诊断式架构”,“锐实力”成为西方社会解读中国通过“不道德手段”扩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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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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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响力的认知框架。英国《金融时报》声称:“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及其

代理人入侵民主政治机构的试验场”,“锐实力的腐蚀作用不仅局限于政治

领域,在文化领域、学术界、媒体和出版界,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它的存

在”。① 约瑟夫·奈为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锐实力”如何威胁“软实

力”》一文,同样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显著增长表示担忧。②

事实上,西方对“锐实力”这一概念的广泛宣称,构成了对中国(以及俄

罗斯)的污名。该词充满了负面的隐喻与联想:“威权主义”“渗透”“欺骗”

“操控”,带有极强的政治内涵,体现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取得

成功的焦虑与恐慌。在这种情势下,西方社会借澳大利亚反华风波,将中国

在海外开展的正常人文交流活动污名为“渗透西方民主国家的锐利刀锋”,

赋予其“渗透他国”的战略意图,把中国抹黑成不道德的强权,从而为西方对

中国进行围堵与打击赋予理由。污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这是西

方凭借其话语霸权为其“双重标准”下的外交实践所进行的合法性论证。

全球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与澳大利亚的对华污名化息息相关。

此轮对华的污名,从澳大利亚完成构建,迅速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并获得广

泛认同。而澳大利亚对华进行污名的基础是面对中国复兴产生的深切焦

虑,这促使澳大利亚构建起攻击中国的一系列话语;这套话语体系一经传

播,便在西方社会找到了“知音”,吸引了不少西方国家追随澳大利亚对中国

进行攻击。这就是此轮西方对华污名的生成过程。当污名化过程得以完

成,许多西方国家也就接受并内化了对中国的歪曲认知,采取压制性的对华

政策。时至今日,对华污名已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主导话语。2020年西方

国家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大量对华负面报道,以及对中国

人出入境所采取的不合国际规范的应对措施,就是西方对华污名化话语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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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扩散并影响西方对华政策实践的最新例证。① 在对华污名已成为西方主

导话语体系的背景下,西方奉行对华遏制和打压的政策也就有了合理的情

感和认知基础。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相关的概

念进行了初步界定,并对污名的生成机理进行了理论提炼。本文认为,污名

的生成一般需要经历污名萌生、污名发展与污名扩散三个阶段,而群体焦

虑、歪曲认知与话语架构则分别构成了“情感—认知—行为”维度的关键力

量。需要强调的是,污名生成的三阶段并非因果式机制,而是一种条件式机

制。也就是说,污名萌生为污名发展提供了可能,污名发展为污名扩散提供

了前提,存在群体焦虑并不一定会线性地产生歪曲认知与话语架构,最终导

致污名生成。不过,污名生成一般意味着施污国围绕受污国经历了群体焦

虑、歪曲认知和话语架构三个阶段。

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仅仅聚焦于污名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

对污名生成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解释,并对其理论适用性做了初步验证。由

于篇幅与能力所限,本文暂未对污名化的类型、效果以及应对污名化的策略

等重要内容展开分析。在案例部分,本文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

对华污名行动进行验证,仍需后续丰富案例、扩展其运用范围,并逐步完善

分析框架以提高解释力。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探究污名主观建构的进程和影

响,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国家声誉、国家形象等相关议题的理论认识,值得

学术界展开更为精细化的理论探讨,并结合更丰富的案例予以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持续至今的澳

大利亚对华污名化行动,凸显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所面对的外交挑战的

多元性与复杂性。中国对澳大利亚污名行动的应对,不仅事关中澳关系的

① 其中最突出的,也是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广泛关注的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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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而且事关中国复兴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利益的维护。

近年来,在处理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诉求日渐增多,

在一些争端领域也展现出较为强硬的姿态,不可避免地使周边国家产生了

对华焦虑与恐惧的消极情绪,也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

论”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继续提升,针对中

国的污名化仍有可能继续存在甚至升级。为了减少污名给中国国家形象和

国家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外交或可从污名生成的三个阶段入手,分别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

首先,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双边关系时,应注意促进情感交流、培养情

感基础、密切情感关系。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完善领导人

互访机制、扩宽“二轨外交”渠道等方式来削弱对象国对中国的焦虑、恐惧、

怨恨等消极情感,增强对中国的信任、希望等积极情感,培育友善的情感氛

围,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其次,面对外界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与误读,中国应保持大国定力,

展现出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姿态,避免对施污国的污名化行动表现出应激化

和报复式的自我防御,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政治发

声时要更加谨慎,尤其要注意表述的方式与内容是否会引起他国不必要的

误解,从而避免给他国的对华鹰派提供口实炒作“中国威胁论”。此外,中国

媒体应采取主动策略,不仅要提高国际传播的实力,而且要掌握国际传播的

艺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对恶意抹黑中国形象的国际舆论进行

有力驳斥,使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加真实客观。

最后,针对西方舆论对中国正常外交活动进行污名化的集体行动,中国

应提供替代性的话语框架。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

在国际社会的行为置于“威胁”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形成了中国有意重构当

前国际秩序的既有成见。对此,中国应提供竞争性的话语框架,尝试主动重

新界定威胁主体,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被

视为一种框架重构的重要努力。不过,中国仍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构建起简洁真实、系统全面且符合中国利益的话语体系,以凝聚国际社会的

广泛共识,减轻中国外交面临的污名压力。


